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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同时为了

响应“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中国报道》采访团队赴陶寺遗址

进行采访报道，对考古遗址、考古人员、研究专家进行深入走访。此前

在 2023 年 12 月 7 日，陶寺考古队进入冬季停工期的前一天，采访团队

已经赴遗址发掘现场进行过采访拍摄。通过对何努、高江涛两任考古队

领队的深度专访，对王巍、冯时、李新伟等专家的专题采访，以及对相

关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

果紧密跟踪，系列报道报道试图将“陶寺是尧舜之都”的推论建立在坚

实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上，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多元一

体、连绵不断”的独特路径。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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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以陶寺遗址为坐标，通过构建出“陶寺即最初中国”的逻

辑脉络，系统阐释了陶寺王权礼制、都城制度、礼乐文明、天文观象等

多个文明维度，既回应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论述的考古支点，也唤起

公众对华夏根脉的文化认同。报道推出之后，被中国网、澎湃新闻等新

闻网站，科普中国、中国考古博物馆等专门机构，以及山西、临汾、襄

汾的属地媒体转载，单条链接的评论、点赞互动最高近 2 万条。同时，

《今日中国（法文版）》《中国（韩文版）》等多语种杂志也对系列报

道进行专题翻译刊载，向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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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前夜——陶寺里的‘最初中国’”系列报道是《中国报道》
深耕“中华文明探源”重大主题的重磅之作，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与制度基因传承逻辑，具有极强
的思想深度与史识穿透力。

一、选题重大，彰显历史纵深。作品紧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核
心成果，以陶寺遗址为切口，通过“政治文明”“礼乐文明”“文字起
源”等维度，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独特路径。
选题呼应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兼具政治高度与文化厚度。

二、调查扎实，创新叙事表达。采访团队跨时两年，通过深入现场、
对话专家、溯源文献，全景式还原了陶寺文明的历史演进轨迹。该报道
突破传统文博报道框架，在叙事上融合纪实写作与历史考察，在内容上
实现考古学、文献学、天文学等跨学科整合，既有文献史料的严谨考据，
也有现场采访的鲜活细节，展示出主流媒体在文明叙事上的深度表达力
与议题引领力。

三、价值多维，激活社会效能。系列报道打通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
壁垒，推动陶寺遗址从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话语体系，将专业考证转化为
大众共情点，实现“硬核知识”的柔性传播，“科普中国”头条转载的
评论、点赞互动近 2 万条。同时，报道中还进行“龙图腾溯源”“礼制
影响东亚”等议题设置，重塑文明起源叙事的话语权，充分体现“记录
时代进程、推动文明互鉴”的价值导向。

四、国际视野，提升传播价值。系列报道以全球文明比较视角，突
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质，《今日中国（法文版）》《中国（韩
文版）》等多语种杂志对系列报道进行专题翻译刊载，是国际公众和学
界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媒介内容，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创新范本。

签名：（盖单位公章）

2025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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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 1

从陶寺回望“最初中国”

文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在黄河中游大拐弯处的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沉睡着陶寺古城。

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6月，《中国报道》记者两次踏上陶寺遗址。如果

不是陆续有人在观象台复原建筑附近拍摄，一眼向田野里望去，很难想象这里曾

经是一个庞大的古国。

确实，中华上下五千年，哪片黄土下没有历史？但也正是因为历史久远，很

多历史的痕迹湮没在时间长河中了，所以在 2300 多年前屈原就发出“遂古之初，

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天问”。

而陶寺，就是今人寻根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坐标。2023 年 12 月，“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成果发布，其中指出，距今 5800 至 3800 年前后为古国

时代，距今 3800 年进入王朝时代。陶寺遗址距今 4300 年至 3900 年，正处在

王朝时代的前夕。发掘 46 年来，陶寺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已经初现。

“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

志。”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四阶段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在与陶寺有关的报道中。

“我们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简单概括就是生产发展、人口

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

现王权和国家。在此基础上，有五大标志，即都城、宫殿、大墓、礼器礼制和战



争暴力。这些文明要素，在陶寺中全部都有体现。”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

示，陶寺文明的宫室制度、礼仪制度等都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继承、吸收，对后

世王朝文明影响深远。

经天纬地的“最初中国”

“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晋南兴起了

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初的‘中国’，

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考古学大家苏秉琦早就意识到陶寺的重要性。

“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曾长期担任陶寺

考古队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何努解释，所谓“经天”，其核心内涵是政治，即王权垄断太阳地平历、圭

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陶寺邦国对于时间的管理是服务于政治的。

“华夏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

实证了这个重要特征。”所谓“纬地”，即陶寺王权运用天文大地测量，建立起

了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用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执掌都城功能规划，建中

立极，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

这样的理念阐述相对晦涩，如果具体到考古证据上，可能就好理解得多。

在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部的陶寺观象台遗址，考古工作者和天文学家复原

出了观象台模拟建筑。“如果承认观象台存在的话，就代表着那时候就通过天文

指导农业生产，显然是当时的核心先进技术，体现的就是对‘天’的探索、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领队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

示，陶寺观象台能够观测到 20 个节气，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



记载相符。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

表仪器实物资料。何努表示，圭表用来测量太阳的影子，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

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圭表能够

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标长度为

40 厘米，合陶寺 1.6尺，这是 4000 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以此测

量出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即是‘中国’”。

“陶寺都城遗址和陶寺文化的邦国社会结构，与‘地中’概念完美结合，‘最

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出现或者形成的。”何努说。

“‘中’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冯时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中”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和宗教观里就是

“天地之中”，上帝、天神住在天的中央，王权获得“天命”以后，王庭必须建

在地的中央，这样才能构建人王和天帝最直接的联系。

冯时认为，综合考古学、文献学和天文学上的研究，早至 6500 年前，“地

中”就处在陶寺一带了，与陶寺基本上处于同一纬线的濮阳西水坡大墓即是证明，

两地夏至日影长度大致相同。而“禹画九州”之后，天下格局发生了变化。到了

夏代中晚期，商先祖上甲微认为当年测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重新勘测后，将地

中定在了嵩山一带，所以后来夏代王庭就迁到了二里头。

文明转型进程中的都城

在距今 4300 年前后，中华各地的文明进程出现转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

起。而处于中原地域的陶寺，在这一阶段太耀眼了。王巍表示，陶寺考古表明，



早至距今 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

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

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

何努介绍，40 多年的考古显示，陶寺早期遗存距今 4300 年至 4100 年，面

积约 160 万平方米。以 13 万平方米的“宫城”为核心，南侧“下城”为下层贵

族居住区，宫城两侧为早期普通居民区，宫城以东为“国库”仓储区，仓储区东

南侧为早期王族墓地，宫城外西北近 1000 米处为祭地的“泽中方丘”地坛。陶

寺中期遗存距今 4100 年至 4000 年，面积在 280 万平方米以上。这一时期，宫

城和“国库”仓储区继续使用，“下城”中的下层贵族居住区被废弃，增建巨大

的外郭城，形成了宫城—郭城的双城格局，中国古代都城双城制模式由此确立。

陶寺晚期遗存距今 4000 年至 3900 年，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宫殿

区废弃，城墙毁坏，陶寺遗址成为一般性的聚落址。

“陶寺 280 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是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这个

时期相当于尧舜时期。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它很可能是尧舜

的都城。”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陶寺古城是一个功能分区齐全的都城级

遗址，“陶寺的宫殿形制对后世宫殿的布局影响非常深远。陶寺 1 号宫殿基址面

积在 6000 多平方米，建在超大型的夯土基址上，这种格局到夏商周的宫室，乃

至后来一直到明清的皇宫，都有延续。”

“一座都邑城址的规划布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体现出其社会对此

前文化的传承发展。”高江涛表示，陶寺城址的布局明显经过规划，城址内可以

分为宫城及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

等。二里头遗址同样存在核心区与普通区域，有宫城宫殿区、祭祀区、墓地、手



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分。

高江涛认为，陶寺与二里头在布局规划，甚至功能分区具体地点、方位的选

择上，都有相近之处。尤其是宫城作为都城布局的核心区，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

程：由双槐树、屈家岭、良渚等遗址中的大型建筑或房址集中的“类宫殿区”，

至陶寺遗址在“宫殿区”外围逐渐筑起城垣，成为真正的“宫城”，进一步传承

到二里头的宫城，再至偃师商城的宫城。

2018 年，在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残存下来的“阙楼”

式建筑。两处阙楼基础从宫城的南城墙上延伸出去，这种礼仪之门模式，和隋唐

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的样式相像。后来的紫禁城午门，也沿袭着这种 4000 多

年前的阙楼模式。

陶寺人的“精神文明”

礼制是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组成部分，被称为“为政之舆，治国之器”。

高江涛介绍，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呈现“金字塔式”的布局结构，贵

贱有别、高下有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

精致，墓主应是掌握军权、族权、神权的王者。而占墓葬绝大多数的小型墓，墓

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当是彼时的普通百姓。

陶寺王族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不同种类的礼器，以及陶鼓、

鼍鼓、石磬等礼乐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入葬时间相差 100 多年的陶寺大墓之

中，乐器数量、组合和布设位置都是固定和统一的，说明已经形成固定的规制。

同时，遗址和墓地出土的铜铃、容器口沿、齿轮形器、环、蟾蜍等铜器，构成中

国史前时期最丰富的红铜铸造铜器群，预示着“金石之声”的到来。



陶寺社会的中型墓可以分为三重葬仪空间：棺、棺外、二层台，呈现出不同

的功用和仪式。其中，棺外明显呈现的是“饮食”“炊事”“生活陈设”等不同

场景，二层台随葬猪下颌骨，反映了埋葬过程中庄重、严肃的助葬仪式。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如玉礼器牙璋竟传至中国大部分地区。从礼器到复杂的礼制，陶寺社会将礼乐制

度的接力棒传递给二里头。”高江涛说。

礼乐制度直接映射了陶寺人的精神文明。何努表示，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些乐

器，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陶鼓、鼍鼓、石磬形成组合，显示八音初备。陶鼓、

鼍鼓属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

金，木柷属八音之木。鼍鼓和石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伴

有一件土鼓。鼍鼓上口蒙有鳄鱼皮，整体形制呈圆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树干刮去

树皮、掏空内腔并烘干后，外施彩绘。

何努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说，精神文明是观念文明，制度文明更多的是

政治制度，精神文明包括自然观、社会观和宗教观。这三种观念有两个表达体系，

一个是艺术，另一个是文字和符号。自然观里包括科学的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组

成就是宇宙观。社会观其实就是政治思想、礼制思想、等级观念等。宗教观其实

核心就是祭天、地、祖先，“中原地区基本上就这样一套逻辑或者这么一个基因”。

陶寺还出土了文字。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陶寺晚期灰坑出土的一件扁壶，其正

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有一个朱书字符，

如何释读，有多种说法。有学者释读为“昜”，也有学者释读为“邑”，还有的

学者释读为“尧”。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与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

对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陶寺的龙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陶寺彩绘龙盘只出土于大墓中，其中龙

的形象集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并将龙与王权乃至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相结合，把

对龙的崇拜发展成族群或国家的象征。陶寺与二里头之间，在龙形象上有着较为

明显的承继关系。

“但陶寺的艺术表达比较怪，这个实事求是讲，陶寺似乎艺术表达不太重视，

它的器物并不精美，这一点和良渚有巨大区别。”何努说。

进入“王朝时代”的铺垫

近年来，关于陶寺是“尧舜之都”的讨论越来越多。

“从考古上来说，我们从已知推未知，比如商代，现在已经证实它存在；夏

代，也被证明是信史。再往前推，大量的考古学文化背后体现的，就是一些族群

的实体和文明因素的发现，比如良渚、陶寺，甚至龙山、石家河，等等。”高江

涛认为，大量的考古事实呈现出的是，陶寺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时期，我们可以

看到“最初中国、华夏主脉”的气象。

至于这一时期“是什么”，文献里记载的相当于那个时期的尧舜禹时代。“尧

舜禹在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而我们的考古发现又有这个时代。说白了，关键

就是‘对应’问题，是完全画等号，还是部分画等号，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问题。”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中华文明走过多元一体的道路，其核心在中

原地区最终形成，起点为陶寺邦国，成熟点为二里头王朝国家。陶寺邦国的文明

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以守正创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方式，

开始形成了中华文明中一部分重要的价值观念体系，进而成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何努说。

对于陶寺所处的那个时期，王巍用“海纳百川”来概括，“陶寺文明吸收和

汇聚了周围的先进文明因素，这是它非常突出的特点。”

高江涛认为，尽管那个时期有着多元文明区域和形态，但不同区域在意识上

开始对某一个文明逐渐有了认同感，这在“文献里有记载，考古也有发现”。他

举例说，很多不属于陶寺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的代表性器物都在陶寺有所发现，

有一种明显的汇聚其他先进区域文明因素的情景，比如出现海岱文化特征的玉钺、

随葬的猪下颌骨等，还有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后石家

河文化的玉饰，还有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冶铜技术等。

“来自东西南北的东西汇聚于一处，说明陶寺的‘王’不仅对各地文明有着

广泛了解，还较广泛地吸收了各地文明的成果，愿意把这些‘外来文化’的象征

改造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开放气度。”高江涛表示。

而到了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了王朝气象，进入王朝时代，二里头文化创造

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

有。二里头和陶寺虽然没有直接相接，但二里头接受了陶寺创造的文明形态，比

如二里头对陶寺都城制度和礼制的继承，对龙的文化、手工业形态的继承，等等。

“陶寺文明是迄今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陶寺文明为夏、

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

之一。”高江涛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就是因为后继文明对前有文

明形态有继承和发展。”



代表作 2

陶寺是“尧都”吗？

文 |《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徐豪

“经过对陶寺遗址 40 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

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它的发

现进一步证明了尧舜时代并不是传说而是信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何努说。

“尧都平阳”的说法在古文献里多有记载，但“平阳”在哪里，众说纷纭。

实际上，早在 2015 年 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

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就表示：“没有

哪个遗址像陶寺遗址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

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所以，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近年来，关于“尧都”的讨论越来越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尧是

妇孺皆知的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圣王”，如果尧的都城从传说走到现实，确实是

让人感到震撼和激动的。

早在 1926 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就曾感叹道：“临

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

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

有？”

也许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未来会有更加明晰的答案。

这里住着地位最崇高的“王”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后世历史文献



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

带，临汾也有诸多“尧都”的文化印记。

在几十年的考古过程中，结合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

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 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

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判定陶寺文化的主体年代为公

元前 2300 年至前 1900 年之间，与古籍中尧舜的时代大致吻合。

陶寺遗址发现了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齐全的城址。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遗址

中的古城仅城墙以里的面积就达到了 280 万平方米，相当于晚了几千年的北京

故宫面积的 4倍，比后世享誉世界的平遥古城的面积还要大，而同期在河南发现

的 10 余处龙山时代的城址则要小得多，而且多数只有一重城墙甚至没有城墙。

陶寺古城的外城城墙东西长约 1800 米，南北宽约 1500 米，城墙的地下夯

土地基深达 10 米，考古人员还在一座城门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高等级门阙，

有着与故宫午门一样的东西城阙围合而成的“凹”形城门。在外城之中，人们还

发现了被城墙所环绕的宫城，陶寺古城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宫城—外郭城双城制

都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原院长戴向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

示，种种证据显示，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凡响，是那个年代的“顶配”，一定住着

地位最为崇高的“王”，这个王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帝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表示，夏代之前

是龙山时代，这是被考古证实的真实存在。在龙山时代的山西地域，有着很多与

尧舜禹相关的传说，以尧或者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可以

确定的。“但那个时代与文献记载的很多神话性的内容是两个概念。因为对远古

的传说和记载会被添枝加叶，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样子，传

说反映了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的事情不是传说本身。”

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另一件可以确定的事是，陶寺是龙山时代

的一个都城，“至于给这座都城贴上什么样的具体标签，是尧的都城还是尧舜禹

的都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可以讨论不同意见的”。



与史书记载吻合的“观象授时”

何努参与陶寺考古发掘 20 年，曾长期担任陶寺考古队领队。在陶寺中期城

址东南，有一处神秘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经过何努主持发掘，又经多家单位的

十几位天文学家的论证后，认为这就是陶寺古观象台基址，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4000 多年前的“观象授时”机构呈现在世人面前。

曾参与研究的时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武家璧说，据《尚书·尧典》记载，

帝尧时代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象征。如尧禅位于舜时说：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举行禅让典礼时，尧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

因此作为“帝尧邦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

依据。

当时黄河流域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了，与之对应的是对准确的农时有

着很高的要求。《尚书·尧典》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记载帝尧是如何“敬授民时”

的，相传帝尧依靠他了不起的天文历法才能，实现了华夏大地的“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陶寺古观象台与塔儿山遥遥相望，依据夯土基址复原，占地面积约 1400 平

方米，由 13 个柱子围成半圆形夯土柱列，阳光在不同的节令从对应的柱缝中穿

过，柱缝有 20 厘米宽，相当于目测太阳的直径。观测者站在固定的观测点上，

当太阳完整地出现在对应的柱缝中，表明这一天是准确的节令时点。陶寺人制定

出了将一年分为 20 个节气的复杂历法，其中包含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

及粟、黍、稻、豆等当时主要农作物的农时。

这一发现与《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帝尧恢复天文观测，制定历法，使百姓

安定、万邦和谐的功绩，“（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时。”以及《史记·历书》记述的尧帝恢复历法的过程：“尧复遂重黎之后，不

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

无天疫。”都有着惊人的吻合。无独有偶，在陶寺的王族墓地还发现了“圭表”，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



在证据链中寻找“尧舜之都”

何努认为，将陶寺与尧联系起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在考古上来说，单个证据确实很弱，单一证据确实有瑕疵，不能以此下定

论。我们要把那些地下不会说话的破碎的、有瑕疵的材料发掘出来、解释出来，

同时结合文献与当地的人类学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

家谱等，把它们串成一个证据链，形成一个指向性，最终得出结论。”何努向《中

国报道》记者分析说。

在何努看来，在文字方面，扁壶朱书上的文字即是“文尧”，且“尧”字在

陶寺还有出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陶寺的天文历法、观象台与《尧典》的记载

形成了系统性的印证；陶寺还出土了圭表，与文献里记载的尧派羲叔、羲仲、和

叔、和仲去四方测量的记载相印证，也体现了当时尧构建天下观的政治动机，陶

寺即为“地中”。同时，陶寺遗址还发掘出了显现王权威力的玉钺，给诸侯分等

级的玉圭等礼器。

学者们研究发现，陶寺遗址可以分为 4300 年前至 4100 年前的早期，4100

年前至 4000 年前的中期，以及 4000 年前至 3900 年前的晚期三大阶段。每个

阶段变更时整个遗址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显然是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学者们研

究发现，陶寺早期向着中期的过渡比较平稳，明显不同于晚期动荡的剧烈。

戴向明分析说，尧舜之间很可能确实发生过传说中“禅让”的平稳过渡，这

也正好说明尧舜的传说属性——尧舜不是指个人，而是两个地域相邻、前后相继

的大型社会集团的代表。

何努强调说，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越来越多，但陶寺不只是“尧都”，

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尧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尧’是一个王族，

‘舜’也是一个王族，每个王族都有好几代王，他们都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代表，

在历史中经过传说和文献加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尧’和‘舜’，这需要

辩证地看待。”他说。

关于尧舜“禅让”，何努表示，在考古中可以发现痕迹，比如都城形制变了，



早中期的王族变了，但是他们还属于陶寺文化，都是陶寺邦国，没有改朝换代，

从总体上讲，它是一种和平的过渡，这就是“禅让”。“古本《竹书纪年》里说

得很清楚，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

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现在有很多很多证据来证明，这确实是历史的事实，

‘禅让’也不是那么和平，肯定发生了政治斗争，只不过没有流血而已。”

何努说，舜入主陶寺，文献上叫“之中国”（到“中国”去），陶寺即“中

国”，在此之前，舜的根据地在山西洪洞县一带。舜到陶寺执政之后，接替了尧

的权力，并把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到了今天的山西浮山县一带，文献中有记载山西

浮山县为丹朱食邑。“这些遗址相互关联，在考古上都能得到印证”。

在陶寺中期的几座帝王大墓里，人们发现诸多与尧舜传说密切相关的特殊文

物：鼍鼓、特磬。传说中的鼍龙是扬子鳄，它是上古时代龙图腾的原型之一。在

陶寺的王级大墓里，人们发现了传说中的颛顼发明的鼍鼓——蒙着扬子鳄皮的陶

器。特磬这种打击乐器据说是当年舜帝为了编排乐舞《九韶》所特意发明的。这

样一件明显带有“舜标签”的文物，也出现在了陶寺的王级大墓之中。

学者们还发现，陶寺文化蕴含着一种强而不战、盛而不扩，富有多元融合性

的文化内核。比如陶寺人并没有选择对外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反而是重视建城

与礼制，强调秩序与生产，王墓中发现的“豮豕之牙”象征着“修兵止战”的执

政理念，这些恰好与后世所称颂的尧舜时期执政理念契合。

“尧都”不是最重要的

正如李济所感慨，除了考古学上的意义，人们对“尧都”的追寻还有某种精

神上的执念。

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是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黄

淮平原、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处于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带两大板块的交界处，北

方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地农作物与长江流域以稻米为主的丰水农作物的接合部。

戴向明表示，在广义的龙山时代，陶寺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一直是大中原文化区最

发达、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孕育出了大中原文化区最早的国家组织，是



中原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说中的尧舜集团密切相关。

“在中国史前多元区域文明此起彼伏的演进过程中，陶寺是龙山时代中原文

明的杰出代表，是当时中华文明的高峰。陶寺遗址不仅与古籍记载的尧都平阳地

理位置相同，其年代、科技、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也与古籍记载相符，是

黄河流域目前可确认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的实证。陶寺遗址的发现使‘尧都

平阳’成为信史，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戴向明说。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以陶寺观象台为例，就有专家认为，

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缝隙并不足以

成为向上复原的根据。关于陶寺朱书扁壶上面的文字，专家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以此来判定“尧都”很是勉强……目前，陶寺的发掘面积有限，考古发

现还不能具体到陶寺宫城、文物与历史人物一一对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

院长赵辉曾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也许未来有

一天，陶寺将有更惊人的发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看来，确定陶寺能

不能与“尧都”画等号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世界

公认的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在距今 4200 多年前已在中

国大地上出现。陶寺文化中的陶器、玉器、石器、铜器，与南方的良渚文化、西

北的石峁文化以及其他区域的文明虽然在不同的时空方位，却绝非仅在自己本地

传统中延续，而是呈现出融合式发展特征。不同区域文明在广阔的空间里多元发

展、相互碰撞，兼收并蓄形成中华早期文明的共同体。



代表作 3

陶寺朱书：解码文字里的历史

文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1984 年 11 月，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编号为 H3403 的灰坑里，出土了一

件已经残碎的陶扁壶。发掘者高天麟、李健民在陶片上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

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

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像字的符号。

这种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非常普通的日常用器，它的口部和腹部均呈

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的形状，以便于打水时水流入。但这件残破的陶扁

壶上，有用朱砂书写的文字，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这足以改写中

国文字历史。

文字的价值不言而喻。《淮南子·本经训》中这样记载文字创造的神话：“昔

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在古人心目中，文字的创造是“惊天

地、泣鬼神”的大事。陶寺朱书扁壶的发现，实证在甲骨文之前约 800 年，中

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系统。

“文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有力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文字是承载思想的载体，

文字没有中断代表着思想没有中断，这是中华文明传承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残破的扁壶背后

关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学者们有多种解读。对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



后世的甲骨文、金文与之相近，一般认为是表赞美之意。而扁壶背面的“符号”，

则有不小的争议，有人说是“尧”，有人认为是“昜”，有人说是“命”，也有

人说是“邑”。

先抛开对文字意义的解读，出现两个文字的扁壶本身就传达了巨大信息。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可以直接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记载历史真实。

如果文字形态是单个出现，它就有可能是符号、刻画，而这两个字是在同一个器

物上，显然就不是单纯的符号、刻画，两个字就可以成句，表达一定的相对复杂

的意义，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说。

“文字最早的出现，一定是人与神明沟通的结果。”冯时表示，在中国古代

的政治观和宗教观里，掌握政权的人是受“天命”，天命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

的重要观念，这既是一种政治权力，又是一种宗教权力，所以“王”就成了替天

行道的人。

冯时指出，文字产生和发展之后，慢慢走向世俗化，演变成为记录思想的工

具，具有政教作用。“就像许慎说的‘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经

艺之本’，就是承载思想；‘王政之始’，就是王要布命，要教化天下”。

陶寺这件带有文字的扁壶，出现在灰坑里，且沿着破损处用朱砂涂抹一周，

似乎是有某种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对此作了假设。他推测这件扁壶和巫

术有关系，因为陶寺晚期的时候，遇到几次大的洪水，为了镇压洪水，神职人员

把水器扁壶打破，然后涂抹朱砂抑或是赤铁矿，并写上祖先的名字，希望用祖先

的威名来镇压住水神（当然这种设想涉及对文字的解读）。但结果发现，没有起



到实际作用，所以这件“法器”就被扔到垃圾坑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朱同州认为，这件朱书扁壶很可能为丧葬仪式所

用器物，因为制作粗糙，并发现于灰坑中，符合古时丧葬器物简朴和为逝者烧送

器物的习俗。同时，扁陶壶朱书文字是以朱砂所写，这与古代随葬器物用朱砂写

逝者之名相类。时至今日，仍有殡葬时摔陶罐、瓦盆的习俗。

“文尧”还是“文邑”？

2001 年 1 月，李健民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首次将

扁壶朱书资料对外公布。

甲骨文专家罗琨认为，扁壶上的文字应当解读为“昜文”，其中“昜”同“阳”，

推测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何努认为，另一个字最接近

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

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叙述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

但冯时认为，应当将扁壶朱书文字释读为“文邑”。他向《中国报道》记者

阐释，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上去比较，“邑”字是毫无疑问的；从文证、

书证上看，“文邑”这个词，书证就是商代的甲骨文，目前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

有 4条非常明确的“文邑”相关的材料，而“文尧”“文昜”这类词在古书上没

有出现过。

如果把这两个字考释成“文邑”，那么“文邑”是什么？传递出什么信息？

冯时表示，“文邑”是个地名，甲骨文中有“文邑受禾”卜辞，就是商人关

心“文邑”这个地方有没有好收成。从陶寺时期到殷商时期，已经有七八百年时

间了，“文邑”这个地名还存在，就传递出了重要信息。



冯时考证，陶寺龙盘上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句龙，龙嘴里衔着的就是社树

的符号，这说明陶寺与夏有着密切联系。《左传》中记载，西周初年，唐叔虞被

封于夏墟，唐叔虞是晋侯的祖先，今天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晋侯墓地，说明这

一带就是“夏墟”，地理位置上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区域是一致的。同时，夏有尚

黑的习俗，这在陶寺的出土文物中也有体现。而在时间上，公元前 2000 年前后，

也是夏朝建立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认识，就是‘文邑’可能就是夏代早期的王庭，也

就是由夏启所建立的王庭。”冯时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商周金文里可以发

现夏代早期的国号是“文”，“夏”是晚商至西周时期加上的字，叫“文夏”；

后来这个名字在流传中又被改变，只剩下了“夏”字。因此，“文邑”就是“夏

邑”。

那么，“邑”作何解呢？冯时说，邑就是没有城墙的巨大居邑，夏商周三代

的王庭是没有城墙的，王族族邑居于“天下中心”的王庭，有诸侯的拱卫，无须

再建筑高大的城垣；而王有教化天下的使命，有重文教的传统，有城墙阻挡，不

利于教命传播。因此，王庭要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文献里“大邑商”“大

邑成周”“洛邑”等都叫“邑”。“三代的王庭都没有城墙，这是我们从文字、

文献、考古总结出来的东西。”

陶寺晚期出现了“暴力革命”的现象。冯时认为，这是古本《竹书纪年》里

记载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事件，夏启暴力推翻了伯益的王权，并通过种种手

段“改天命”。因为陶寺是“地中”所在，所以他毁城作邑，在陶寺建立王庭“文

邑”。



陶寺还有更多文字吗？

今人对陶寺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多多少少都有推测的成分。但无论如何，

陶寺朱书展现在世人面前，给了我们想象和考证那个时代的更多空间和支点。

陶寺扁壶上的朱书是孤例吗？公众鲜知的是，在 2002 年至 2007 年，考古

工作者对陶寺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中，又发现了一片带有朱书的陶扁

壶残片，“再次证明上个世纪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绝非孤例，

在陶寺遗址已经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

尽管对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不尽相同，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三代之前的文字

是“稀有物品”，不会出现太多。

冯时表示，王庭及神职人员才有资格使用文字，“在上古时期使用文字的人

是一个极小的圈子”。何努认为，一方面，文字使用初期，文字发明的数量不会

太大；另一方面，文字当时用于国家管理用的记载、文书，不会大量用于生活日

常。同时，很多文字记载可能是在木片、竹片上，不容易保存。

高江涛还提到一个客观因素是，陶寺目前发掘的面积还很小，晚期大墓还没

有发掘过，中期大墓也只发掘了一个。“我们觉得像朱书扁壶这样的文物肯定还

会出土的，只是时间问题。”












